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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对劳动价值论的讨论持续

深入,逐渐形成了物质主义(physicalism)和价值形式两大主流方法。基于对马

克思文本的系统性考察,本文认为劳动价值论应包含三重本质规定:首先,在商

品经济一般层面,注重价值实体、价值量与价值形式三大范畴的统一;其次,在

资本主义生产结果层面,强调单个商品是社会总产品的“可除部分”(aliquot
 

part);最后,在资本主义竞争过程层面,坚持再生产条件决定价值的原则与价值

转形的两个总量等式。然而,物质主义方法试图以商品经济一般逻辑分析资本

主义生产,价值形式方法则割裂价值实体、价值量与价值形式的统一性,均未能

对劳动价值论作出完全契合马克思原意的解释。理论突破的关键在于两条互

补的路径,一是20世纪70年代鲁宾的抽象劳动解释被引入英语学界,为有效

阐释第一重规定确定了良好起点。二是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宏观货币解释

(MMI)则成功地将三重规定融会贯通,它在维护了马克思的转形方法和总量等

式的同时,为当代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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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李嘉图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

斯拉法主义经济学家基于技术矩阵方法证明了生产价格可独立于价值而确定,

宣称价值系统的存在是一种冗余①。斯威齐、谢克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致

力于 为 劳 动 价 值 论 辩 护,由 此 引 发 了 一 场 激 烈 的“价 值 论 战”(the
 

value
 

controversy)。至20世纪80年代,争论的焦点逐渐转向了前提性反思:部分学

者指出既有解释完全停留在由鲍特凯维茨奠定的物质体系传统框架内,忽视了

价值形式。通过将货币因素纳入物质体系框架,这些学者相继发展出了新解释

(NI)、单一体系解释(SSI)、跨期单一体系解释(TSSI)等新兴物质体系解释。同

时,也有部分学者则从《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形式理论入手,强调商品交换与

货币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全面否定技术矩阵导向的物质主义(physicalism)方

法———典型代表包括海因里希的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学者,提出货币方法的贝内

蒂和卡特里埃以及日本的伊藤诚、海老塚明和向井公敏等价值形式主义者。

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劳动价值论的解释日益纷繁复杂,一些学者尝

试对它们进行分类界定。德·弗洛埃(De
 

Vroey,1982,1985)依据价值由物质

或社会决定及其冗余与否,将其归为四类:技术决定论传统、斯拉法方法、抽象

劳动方法和新兴异端方法②。萨德·费洛(Saad-Filho,2002)延续这一思路,将

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划分为物化劳动(价值只由技术条件决定,不受货币影响)和

价值形式(强调货币对价值的影响,如鲁宾传统和新解释)两派③。克里曼

(Kliman,2007)则 认 为 多 数 数 理 解 释 可 以 按 单/双 体 系、同 期/跨 期 性

(simultaneity
 

or
 

temporality)两大特征归类④。这些分类方法的共性是从物质

主义(或称物量主义、物化劳动)与价值形式的基本划分出发再行细分。尽管这

种二元分类可能掩盖兼具特征的理论,但为表述清晰简练,本文亦沿用此划分

方法:将使用单个产品技术矩阵的数理解释归为物质主义方法,将视价值由价

值形式量决定的解释归为价值形式方法。

①

②

③

④

斯蒂德曼 ([1977]1991)的 价 值 方 程 等 价 于 λ=λA +l,生 产 价 格 方 程 等 价 于 pp=
pp(A+bl)(1+r),符号含义同后文表2。

新兴异端方法指维护价值概念质的一致性,而放弃维护量的一致性的方法,如本文将梳理的货

币方法。
鲁宾传统或鲁宾学派的理论和鲁宾本人的理论并不相同,后文将予以说明。
单体系是指价值与价格互相影响,类似价值形式方法;双体系是指价值与价格体系互相独立,类

似于物质主义方法。同期性指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价值或价格不变,跨期性指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价值或价

格可以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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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围绕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仍持续不断。谢弗德(Schefold,2016)将概

率论方法引入了传统物质主义框架,证明了总量等式仅在特定随机技术矩阵下

成立;韩和柳(Hahn
 

and
 

Rieu,2017)则将概率论方法引入了新解释,论证了新

解释相比传统物质主义解释的优越性;阿金奇和卡拉哈诺古拉里(Akinci
 

and
 

Karahanogullari,2015)通过对比新解释与跨期单一体系解释,并进行数值模

拟,认为后者更具理论优越性;而克里斯特扬松 古拉尔(Kristjanson-Gural,

2017)则调和了同期单一体系解释和跨期单一体系解释,认为他们在价值决定

方面各有优劣。而以莫斯利(Moseley,2021,pp.51-128;Moseley,2023)和兰格

(Lange,2021,pp.423-427)为代表的学者则基于宏观货币解释,参与了同价值

形式与物质主义方法的论战(Laibman,2018b;
 

Heinrich,2021),开辟了解释劳

动价值论的新路径。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史,既有解释或

依赖单个商品生产的技术矩阵和价值向量进行推演,或过度强调商品交换与价

值形式,甚至主张交换形成价值,均难完全契合马克思原意。为探求更符合马

克思文本的理论解释,为未来研究与应用提供依据,本文首先立足《资本论》及
其手稿中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下文简称《结果》)等文本明确劳动价值论

的基本内涵,构建三重规定分析框架;其次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劳动

价值论的最新发展,并基于三重规定框架进行评介;最后讨论鲁宾的抽象劳动

解释和莫斯利的宏观货币解释,指出未来劳动价值论可能的发展方向。

二、
 

三重规定下劳动价值论的内涵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阐述包含多个看似“矛

盾”的层面,仅从单一层面出发解读必然导致以偏概全。因此,科学、全面地

理解劳动价值论,须系统梳理马克思文本中的三重规定:商品经济一般的劳

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劳动价值论以及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下的劳动

价值论。正是通过这递进的三重规定,劳动价值论才得以从抽象原则逐步贴

近经济现实。

(一)
 

商品经济一般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中集中论述了商品经济一般的劳动价

值论:“决定性的重要之点是要发现价值形式、价值实体和价值量之间的内在

必然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2016,p.55)这里,价值形式、价值实体和价值

量三个范畴从属于价值的总范畴,厘清这三个范畴的关系,是理解劳动价值

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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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质量对立统一的规律来看,价值实体是价值范畴的质,价值量则是

其量的表现。马克思分析了不同质商品的交换过程,揭示了商品的可交换性源

于共同的、可通约的实体———无差别抽象人类劳动,因此这一理论被称为劳动

价值论①。这里的价值范畴在逻辑上必然区分为质与量两个方面:其质表现为

价值实体———抽象劳动(马克思,2004a,p.59);其量则需借助某一尺度将抽象

劳动量化。马克思遵循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以劳动时间测度价值量———商品

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考察单个商品时,其生产过程中不同时空

的劳动过程可以被“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马克思,

2004a,p.219),故不变资本贡献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有简单可加性,会完全

转移至产品价值量中。

第二,从批判实在论的逻辑来看,价值实体与价值量属于实在层,虽不直接

显现在交换过程的价值形式中,却决定着价值形式的表达②。在劳动价值论中,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形式)作为经验层范畴可直接被感知,而价值实体与

价值量作为实在层范畴虽不可直接观察,却调控着价值形式的波动中心。需要

明确的是,价值量仅指价值实体的数量,而与价值形式无关,因为“商品的价值

量和这个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同时发生的变化,完全不需要一致”(马克思,

2004a,pp.69-70)。当技术进步改变实在层的价值量时,经验层的价值形式亦

会变化,但二者未必同步。这种不一致反映的作用渠道多样,并不构成对实在

层的否定,价值实体与价值量范畴仍处于调节价值形式的中心地位。

第三,从价值形式的发展逻辑看,货币形式作为价值形式的最高形态,表达

了商品价值的社会属性。商品的自然属性限制着交换价值的实现,“商品只有

在和自己的自然属性相联系的并且和交换者的需要相适应的数量上,才是可交换

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p.90)。为摆脱自然属性的限制,商品需要直接作为

交换价值来实现,而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货币产生后,“个人

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

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p.108),而“价值

量由劳动时间决定”则成为“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马克

①

②

埃尔森(Elson,1979)区分了“劳动价值论”(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和“劳动的价值理论”(the
 

value
 

theory
 

of
 

labour),指出前者强调“价值”,后者强调“劳动”。他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中心

并不是“价值”,而是“劳动”。“劳动”范畴是较“价值”范畴更为先行和根本的存在。马克思的价值论旨在

说明劳动这一永恒范畴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价值的属性,而非解释价值为何必须源于劳动。
批判实在论是战后西方科学哲学界兴起的思潮,其本体论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具有三层结构:

经验层、事实层和实在层(Fleetwood,2002)。经验层包含经感官中介的观察与感知,事实层则是独立于

观察者之外发生的事件,实在层则涵盖驱动因果的深层结构、机制等。批判实在论强调实在层的结构与

机制真实存在,但因干扰或“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很少直接显现在事实层中,更未必被经验层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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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2004a,pp.92-93)。进一步地,货币形式还会影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

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

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马克思,2004a,p.128)。

综上所述,货币使得所有商品的价值取得了一致的表现形式,推动了商品经济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促使劳动价值论向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形式过渡。

(二)
 

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劳动价值论

在明确了商品经济一般的劳动价值论内涵之后,马克思进一步在更具体的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商品的层次上阐释了劳动价值论的内涵。一方面,商
品以一般形式表现为资本的前提,在历史上商品交换和商品贸易早于资本产

生,发达的商品交换更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商品又以资本主

义生产结果的形式表现为资本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不同于

最初独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商品,它是资本总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承担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2020,p.35),即商品表现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转化形式,成
为资本的产物。在这两个方面上商品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指出,“商品作为

资本的产物,与独立考察的单个商品是多么不同;我们越是往下跟踪研究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这种差别就越来越明显,也就越来越影响商品现实

的价格规定,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2020,p.50)。具体而言,作为资本主义生

产结果的商品在价值决定、价值实现和价值的表现形式上均与商品经济一般的

商品具有不同的规定。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单个商品价值是资本总产品价值的“可除部分”
(aliquot

 

part)。在商品经济一般中,商品不一定是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生产

和消费的主要部分也并不一定通过交换过程进行,此时单个商品作为个别的、

偶然的劳动产品其价值可以通过生产资料价值与活劳动物化价值加总得出。

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成为劳动产品的普遍形式,表现为生产过程的

结果的并不是个别的商品而是商品总量,其所承担的是由总预付资本和总剩余

价值组成的总价值;并且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和机器使用日趋复杂,不变资

本与可变资本均按平均的观念估价而非个别的实际费用进入总价值,“花费在

单个商品上的劳动……已经完全不能再计算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2020,

p.35)。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决定的是商品总量的价值,而单个商品的价

值“只被看作是它们各自分摊到一份并在观念上进行估价的那个总劳动的可除

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2020,p.35),应通过总价值除以产量获得。
 

这一思想在

《资本论》中也有多处体现,在讨论资本循环时马克思强调,“单个商品只是表现

为总量的不可缺少的部分”(马克思,2004b,p.48),在第三卷分析讨论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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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又指出,“严格地说,每一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的每一相应部分的平均价格

或市场价值,在这里是由那些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相加而成的这个

总量的价值,以及每一单个商品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的”(马克

思,2004c,p.205)。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商品,其市场价值的确定是

一个先总体后个体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除法的过程,而且乘法只是作为第二步

即以这种除法为前提才是正确的”(马克思,2004c,p.256)。

第二,作为“可除部分”的直接结果,单位商品的价值会受到出售情况的影

响。马克思指出:“每一单个商品都是资本的价值和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

承担者”(马克思和恩格斯,2020,pp.34-35)。因此,若仅有部分商品售出,则该

部分即代表总产品的价值。当供给过剩时,“商品可以按照与商品价值相一致

的价格出售,但却是低于作为资本产物,作为总产品组成部分的商品价值出售”

(马克思和恩格斯,2020,p.48)。对此,马克思举例说明道,设生产总价值为120
镑的1200码布,每码布本身价值为120镑/1200码=2先令。若市场仅有800

码布的固定需求,那么这800码布“就不是代表总价值的
2
3

可除部分,而是代表

全部总价值;因此它是代表120镑的价值,而不是80镑的价值”(马克思和恩格

斯,2020,p.49),因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单个商品价值为120镑/800码=

3先令。此时按2先令出售虽等于单个商品本身的价值,却低于作为资本主义

生产结果的商品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2020,p.49)。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

论》中亦强调,“如果1200码只卖出800码,资本就得不到补偿,更得不到利润。

但是,每一码也都低于它的价值出卖,因为它的价值不是孤立地,而是作为总产

品的相应部分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2013,p.120)。此处“低于它的价值”

即指低于按出售量分摊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价值(3先令)。这些分析充

分说明,在需求冲击的影响下,单个商品若仅以商品经济一般的价值来出售是

无法保证投入价值完全实现的①。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商品生产更强调货币形式的作用,尤其是观念

上的“计算货币”形式。在商品生产一般的情形中,货币形式已经对社会劳动的

分配产生了影响;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情形下,由于资本首先要作为“一切

① 《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讨论了商品需求不足情况下的市场价值和价格的决定问题,当需求远远

小于供给时,市场价值由最优生产条件下产品的个别价值调节,市场价格低于市场价值。按照本例数值

设定,布的供给为1200码但需求仅为800码,供大于求,那么布的市场价格起码应该低于2先令的市场

价值。但在本例中,需求小于供给,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布的单位价值反而由2先令上升到3先令,
这应该如何理解? 一种可能的理解是认为《结果》仍在讨论资本一般,尚未引入资本竞争,所以供大于求

时不存在资本间的竞争性压价,而整体资本又要求从这800码布中获得全部的120镑的总价值,因此作

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单位商品价值就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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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已消失不见”的已知货币额存在,更要实现自我增殖目的(马克思和恩

格斯,2020,p.58),这样一来,“计算货币”的重要性就日渐凸显:从生产看,雇佣

劳动、生产资料、价值及剩余价值均蕴含于商品并表现为计算货币(马克思和恩

格斯,1995,p.178;马克思和恩格斯,2020,p.36);从流通看,“进入交易的商品

种类越是繁多,越是来自遥远的地方,因而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越

是难以掌握”(马克思,2004c,p.1018),
 

越须以计算货币表现的价值来简化会计

行为。因此,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强化了对“计算货币”统一度量功能的依赖,

使得货币形式在日益复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愈发关键。

(三)
 

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下的劳动价值论

无论是商品经济一般还是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劳动价值论,均将商品或资

本视为整体性、一般性的范畴来把握,通常未将多个资本的竞争过程纳入分析。

而通过引入资本竞争这一视角,将使劳动价值论进一步贴近现实,并引出更多

新的规定性。

首先,商品的价值不再取决于生产时的历史价值,而是由当前再生产商品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资本的竞争引致了这一转变,正如马克思所述,“价

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被生产出来时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

于它能够被生产出来的那段劳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马克

思和恩格斯,1998,p.49)。因为技术进步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存货的价值也随

时可能被重估。当某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突然提升,采纳新技术者的必要劳动时

间立即下降,导致产品价值下降,库存的由旧技术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亦同步降

低。若仍按旧价售卖,那么竞争法则将使其无法实现价值,并且“只有这样,必

要劳动时间由资本本身的运动所决定这件事,才被确立起来。这是竞争的基本

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1998,p.49)。

其次,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表现为成本价格,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

成本价格是指预先垫付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它不一定等于生产资料与

劳动力价值之和,“因为生产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包含

另一个商品的这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也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

由加到它里面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部分”(马克思,2004c,p.184)。因此,

生产资料的价值会以“计算货币”计入成本价格,并纳入产品总价格中,“它们以

这种或那种方式加到产品上去的价值要素会得到准确的计算”(马克思和恩格

斯,2020,p.31)。而总价格扣除成本价格后的盈余就“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

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马克思,2004c,p.43)。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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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利润在观念上仅依赖于总资本而非可变资本和无偿劳动,这就掩盖了剩余

价值的生产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神秘化。

最后,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两个总量等式保持成立。在资本自由竞争的

情况下,剩余价值会以一般利润率按资本规模进行分配。一般利润率决定了各

部门的平均利润不一定与该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相等———“加在这个成本价格

上的利润,却不是由这个一定资本在这个一定生产部门于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利

润量决定的,而是由每个所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所使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定

部分在一定时间内平均得到的利润量决定的”(马克思,2004c,p.178)。进一步地,

将平均利润加成至成本价格后,产品价值即转形为生产价格。但是,由于在总体

上“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消”(马克思,2004c,p.181),

因此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这两个等式始终成立。

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后,各部门生产价格与价值、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关系

更加复杂。此时,“商品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这一事实,现在只是在这种

粗糙而没有概念的形式中表现出来”(马克思,2004c,p.192)。但价值转形是实

在层的劳动价值论向事实层及经验层转化的基础,而非对实在层的否定。至

此,劳动价值论已经超越了商品生产一般和资本主义生产结果下的规定,获得

了新的理论内涵并更贴近现实。通过准确理解本节阐释的三重规定,进一步推

动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与发展才变得可能。

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物质主义方法

进入20世纪80年代,弗利、迪梅尼尔和莫亨各自独立提出了新解释

(NI),沃尔夫、罗伯茨和卡拉里合作提出了单体系解释(SSI),克里曼和麦克

格隆改进了单体系解释,提出了跨期单体系解释(TSSI)。上述解释都使用了

技术矩阵,并呈现出从物质主义方法转向价值形式方法的特点。表1展示了

以克里曼分类标准对三类物质主义解释的归类。表2总结了本节行文中涉

及的数学符号。

表1 劳动价值论物质主义方法各解释的分类

同期性 跨期性

单体系 SSI TSSI

双体系 新解释

  注:克里曼(Kliman,2007,p.13)认为同期性必然会导致双体系,故SSI应划入双体系中,但本文取

SSI的本义,仍将其归入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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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本文使用的数学符号汇总表

符号 含义

C/c 总体/单个商品不变资本的价值量

V/v 总体/单个商品可变资本的价值量

S/s 总体/单个商品的剩余价值

Λ/λ 总体/单个商品的价值

L/l 总体/单个商品生产的活劳动

PP/pp 总体/单个商品的生产价格

PM/pm 总体/单个商品的市场价格

VA/va 总体/单个商品的增加值

W/w 总体/单个商品的货币工资成本

R 总利润

b 单位商品直接劳动力预付商品(生活资料)向量

X 各商品的物量单位的总产出水平向量

A 单位产出的实物商品投入矩阵

r 一般利润率

  注:字母带有下标时表示所属,如PPC 表示不变资本的总生产价格。t表示第t期。

(一)
 

双体系—同期性:
 

新解释(NI)

不满于斯蒂德曼将可变资本的价值决定归结于物量的做法,20世纪80年

代以来,弗利(Foley,1982)、迪梅尼尔(Duménil,1983)和莫亨(Mohun,1994)等各

自独立提出了新解释,将马克思的价值形式思想引入了可变资本的价值决定中。

新解释认为,生产商品所消耗的活劳动总量表现为净产出的货币价值,因
而总货币增加值与总活劳动成正比。

 

这一比例被称为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

(MELT),即 MELT=
VA
L
。它表示单位劳动时间的货币价格。需要说明的是,

这一比例关系在单个商品上是不成立的,单个商品的价值是生产所消耗的一定

的抽象社会劳动量,而其价格并不一定与之成比例,即λMELT≠pm。
 

在给定

MELT定义的基础上,新解释的价值转形解法可以形式化表达如下(Foley,1986)

pp=(ppA+w)(1+r)

  该方程与物质主义传统框架的生产价格方程类似,由于其等式左右两边的

向量不存在时期区别,因而属于同期性方法;又由于其生产价格方程中没有价

值变量,价值与生产价格互相独立,因而属于双体系。新解释与传统物质主义

解释的区别在于可变资本不再由实际工资束衡量,而是以给定的货币向量w 表

示。此差异导致新解释无法如物质主义传统框架般直接应用佩隆 弗洛贝尼乌

斯(Perron-Frobenius)定理求解利润率,因此r仍然未知。上式存在pp向量和

r标量共n+1个未知数,方程数为n,故需要额外增加一个约束条件求解。这



86   政治经济学季刊 2025年第4期

里,新解释所增加的约束条件是总增加值与总活劳动量相等,即VA/MELT=
L,而不假定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由于 MELT是新引入的变量,为确保约

束条件有效,新解释又假定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等于工人货币工资对应的抽象劳

动时间,即V=W/MELT。由此即得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即
总剩余价值=L-V=VA/MELT-W/MELT=总利润

(二)
 

单体系—同期性:
 

单体系解释(SSI)

与新解释几乎同时提出的SSI反对将劳动价值论局限于《资本论》第一卷

商品生产一般,从而忽视第三卷的不同形式的做法(Wolff
 

et
 

al.,1982)。
 

相较

于第一卷对利润率平均化的舍象,第三卷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建
立了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理论,纳入了市场非均衡和资本竞争流动对商品交换

价值的影响。SSI正是基于这两卷的差异建构了新的解释。

SSI以生产价格为中介,提出单位商品的货币价格始终代表其生产价格反

映的价值量(Wolff
 

et
 

al.,1984)。此思路直接将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同一

化,并声称解决了新解释双体系下的不变资本转形难题①。这样一来,SSI的单

位商品的生产价格即可表示为

pp=(ppA+pp·bl)(1+r) (1)
单位商品的价值则表示为

λ=ppA+pp·bl+(l-pp·bl)=ppA+l (2)

  由于式(1)直接来自物质主义传统框架,其可运用佩隆 弗洛贝尼乌斯定理

求解一般利润率r,且pp为r的特征向量。因此,仍需一个约束条件来唯一确

定pp,SSI引入的条件是生产价格的一般利润率r等于价值的一般利润率。如

式(3)所示,等式左边为生产价格的一般利润率r,右边为价值的一般利润率,其
中分子为剩余价值,分母为投入品价值

r=
lX -pp·blX

pp·AX +pp·blX
(3)

  由式(1)和(2)可知,SSI的价格向量和价值向量构成互相影响的单一体系。
式(1)则表明投入和产出品的生产价格向量之间不存在时期区别,故而是同期

性的。SSI的设定可以满足转形过程的两个总量等式,首先可证明总剩余价值

等于总利润

总利润=r(pp·AX +pp·blX)

=
lX -pp·blX

pp·AX +pp·blX
(pp·AX +pp·blX)=总剩余价值

① Foley(2000)认为,只要SSI将劳动的货币表示确定为净产品的货币价格与所耗费的活劳动的

比例,那么单体系解释与新解释就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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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对约束条件式(3)等式两边同时加1,将分母移至左边并代入式(1)与
式(2),立即可得到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成立

总生产价格=pp·X =(1+r)pp(A+bl)X
=lX +pp·AX =λ·X =总价值

(三)
 

单体系—跨期性:
 

跨期单体系解释(TSSI)

TSSI认为,SSI虽满足了两个总量等式,但其同期性假定会导致一般利润

率由技术矩阵决定,这与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内在逻辑不符

(Kliman,2007,p.53),唯有采用跨期性假定方能解决这一问题。投入品的价

值/价格通过生产过程进入产出品,后者又作为下一期的投入品迭代到价值/价

格中,这就是TSSI的基本思想(Kliman
 

and
 

McGlone,1999)。

TSSI虽含价值、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三套体系,但因其相互影响,本质上

是单体系。第t期构成单位商品的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都

与对应的市场价格相等(劳动时间向量l以货币单位记)

ct=pmtA, vt=pmtbl, st=l-pmtbl
据此可得,第t+1期单位商品的价值向量

λt+1=pmtA+pmtbl+(l-pmtbl)=pmtA+l (4)
第t+1期单位商品的市场价格向量,其中gt 为劳动价值的偏离向量

pmt+1=pmtA+l+gt (5)
第t+1期单位商品的生产价格

ppt+1=pmt(A+bl)(1+r[t,t+1]) (6)
一般利润率

r[t,t+1]=stX/(ctX +vtX)=
(l-pmtbl)X

(pmtA+pmtbl)X
(7)

  在两个总量等式是否成立的问题上,由于交换不会改变总价值量,可知总

价值与总价格没有偏离:gtX=0,其中X 是各商品总产出向量。式(6)两边同

时乘以总产出向量X,有

ppt+1X =(1+r[t,t+1])pmt(A+bl)X,
代入式(7),可得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

总生产价格=ppt+1X =pmt(A+bl)X ×
(l+pmtA)X

(pmtA+pmtbl)X

=(pmtA+l)X =λt+1X =总价值

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

总利润=pmt+1X -cX -vX =(l-v)X +gX =sX =总剩余价值

  从式(4)不难得出,TSSI秉承了单体系—跨期性的原则。实际上,TSSI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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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以保证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还可以保证总市

场价格等于总价值。由式(5)两边同时乘以总产出的列向量 X,有pmt+1X=

pmtAX+lX,
 

从而可得pmt+1X=λt+1X。这说明对于任何波动中的市场价格

体系,均有总市场价格等于总价值,那么总生产价格自然也等于总价值。

(四)
 

物质主义方法的不足之处

从劳动价值论的三重规定来看,上述物质主义方法均存在不足:其一,使用

物量矩阵计算价值时,假定了单个商品原材料都是一目了然的,正如恩格斯描

述简单商品生产所言,“在那里,不仅农民知道手工业者的劳动条件,而且手工

业者也知道农民的劳动条件……因此,中世纪的人能够按照原料、辅助材料、劳

动时间而相当精确地互相计算出生产费用”(马克思,2004c,p.1017)。同时,使
用活劳动向量计算时,又假定了活劳动是由自然时间给定的,对此恩格斯同样

给予了反驳,他指出,在价值决定上即使是确定的劳动时间“也不能用劳动小时

表现出来,因为我仍然不知道劳动小时的数目,而同样只能迂回地相对地通过

另外一个代表等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商品把它表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

2009,p.324)。其二,物质主义解释均未明确区分重置成本和历史成本,或仍主

张采用历史成本法,不符合第三重规定中再生产条件决定价值的原则①。
 

新解释通过引入 MELT的概念在活劳动核算方面考虑了技术进步的影

响,坚持了以再生产条件决定价值的准则(Foley,2000),并进一步利用 MELT
建立了货币量与价值量的联系,论证了总活劳动与总增加值、总剩余价值与总

利润的对应关系。然而,新解释虽在可变资本价值上采用了价值形式的观点,

但在不变资本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决定上却滑入了物质主义和双体系的误区。

前者意味着新解释仍然使用技术矩阵来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

(Foley,1986),将商品“作为独立物品的单个商品”来考察,忽略了第二重规定

对“可除部分”的探讨。后者使得新解释的价格独立于价值存在,不符合第一重

规定。在转形问题的第三重规定上,新解释虽以重复计算为由(Rieu,2008)主

张仅在净产品的意义上讨论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但此强辩遭到宏观货币解

释的批评(Moseley,2016,p.261)。批评者认为,NI本身无法满足马克思规定

的两个总量等式,转而修改了其定义,这背离了价值转形的第三重规定②。

SSI作为早期的单体系转形解释,其两个总量等式成立的原因在于不变资

①

②

并非所有的物质主义方法都明确讨论了重置成本和历史成本的区别,只有明确了前者的条件下

定义的技术矩阵,物质主义方法才能符合这一规定。
尽管新解释将货币与价值建立联系的做法受到了批评(Fine

 

et
 

al.,2004),其影响力仍十分广

泛,在新解释的框架下,国外学者亦提出了一些改进的转形解法,如Lorang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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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可变资本的价值均以生产价格这一价值形式计算,这在本质上是以生产价

格重新定义了价值,部分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Mohun,2004)。从三重

规定来看,SSI亦采用单个商品技术矩阵同期地计算价值与生产价格,同新解释

一样与第一、二重规定冲突;但在第三重规定上,SSI认同再生产条件决定价值

(Moseley,2016,p.320),并确保了两个总量等式的成立。作为单体系的开创

者,SSI强调了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K+m”(马克

思,2004c,p.30),而“商品的成本价格必然表现为商品的实际费用”(马克思,

2004c,p.30)的观点,从而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价值决定上全面摒弃了双

体系方法,为TSSI和20世纪90年代宏观货币解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TSSI在物质主义方法中有三点优势:一是区分了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生产

价格向量,使得利润率并不单一决定于技术矩阵;二是纳入跨期性,能够刻画市

场价格趋近动态平衡的过程;三是其两个总量等式在任何价格下均无条件成

立,符合马克思关于流通不改变价值总量的观点。然而,与大多数物质主义方

法相同,TSSI的建模仍依赖单个商品的技术矩阵,不符合第二重规定。并且,

在第三重规定下,当技术发生动态变化时,TSSI采用历史成本法来确定投入品

价值,这直接与再生产条件决定价值的原则冲突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价值论的物质主义方法也开始逐渐重视价值

形式,但其始终忽视劳动价值论第二重规定的“可除部分”思想。究其根源,是
单位产品技术矩阵在逻辑上与该思想所蕴含的“先总体后个体”方法论存在根

本冲突。那么,未采用技术矩阵方法的价值形式方法,能否准确把握劳动价值

论的这三重规定呢?

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价值形式方法

新解释、SSI和TSSI等物质主义方法虽涉及价值形式的思想,但其底层逻

辑仍基于劳动投入和转移来计算价值,未能深入领会价值形式的核心思想。而

所谓的价值形式方法并非特定学派,而是一种从《资本论》第一章对价值实体、

价值量、价值形式等基本概念的讨论出发,强调商品交换与价值形成的关系,认
为价值和价格体系不可分离的方法进路。该方法的代表学者众多,其意义早在

20世纪20年代的鲁宾、40年代的宇野弘藏处就已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

以来,德法日三国的价值形式方法在批判物质主义的进程中趋于激进化,逐渐

舍弃了劳动在价值生产中的基础地位,代表学者有海因里希、贝内蒂和卡特里

①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参见中谷(Nakatani,2005)和莫亨(Mohu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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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日本的伊藤诚、海老塚明和向井公敏等,本节将逐一梳理上述学者的基本

观点。①

(一)
 

新马克思阅读学派

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它旨在批判由恩格斯启

始、经第二国际发展后被固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解读。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

言和增补中,恩格斯为化解第一卷和第三卷价值理论的不一致,引入了马克思

原著中未曾使用过的“简单商品生产”概念。该学派的代表巴克豪斯认为恩格

斯的理解方法是错误的,这一错误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中对第一版价

值形式理论的通俗化改写(Backhaus,1997,pp.258-259)。因此,巴克豪斯主张

摒弃简单商品生产的概念,转向用价值形式理论来重构劳动价值论,海因里希

作为巴克豪斯的学生承袭了这一理论路径。

海因里希认为,转形问题的理论困境源于马克思对货币价值理论的忽视,

转而回到了李嘉图的框架中(Heinrich,1988)。在海因里希看来,劳动价值论的

核心在于“交换关系”(exchange
 

relation),“因此,只有基于交换关系,马克思才

能认为存在一种从商品使用价值而来的抽象”(Heinrich,2021,p.60)。马克思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将劳动复归生理学的解释,在海因里希看来是存在矛

盾的,他认为,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无关生理消耗,而仅是社会关系,与生理平

等无关,“生理上的平等和社会关系无关,也和那些使得人们得以平等的法律关

系无关。生理上共同点导致的抽象过程和那些表达一种平等的社会方式完全

是两件不同的事情”(Heinrich,2021,p.90)。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并不具

有二重性,而仅是纯粹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因为金匠劳动是具体劳动,

与采集落果的简单劳动一样不创造任何价值;二者仅仅创造使用价值。只有抽

象劳动创造价值”(Heinrich,2021,p.85)。

由于抽象劳动是受社会调节的,因此海因里希进一步认为供求会影响部门

是否创造、创造多少价值:“在这一方面,花费在某一部门的总劳动有多少是创

造价值的,这取决于需求。”(Heinrich,2021,p.76)一旦按照这种方法从价值形

式或货币的角度来理解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转形数例中所有的数字就均已代表

转形后的货币价值,投入品无须再转形,转形问题便自然消解。从价值到生产

价格,无须确定性的算法,只是分析视角从单个生产者转向社会各资本而已

(Heinrich,2012,pp.148-149)
  

。

① 在德、法、日三国学者之外,格特·罗滕(Geert
 

Reuten)和以克里斯托弗·亚瑟(Christopher
 

Arthur)为代表的“体系辩证法”学派亦同样重视价值形式方法,但未见持有“交换创造价值”或“货币即价

值”的激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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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货币方法

意大利学者贝内蒂和法国学者卡特里埃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货币

方法,旨在批判并重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商品流通理论,重新解释价值理

论。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普遍分离的社会元素(éléments)①
 

中建立

可通约性,以确立经济系统运动的一般原则。货币方法认为,建立可通约性的

唯二途径是指名法假定(l􀆳hypothèse
 

de
 

nomenclature)和设定共同记账单位。
前者被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大多数理论采用,后者则由两位学者首次提出。

指名法指在经济运行前,经济学家已先验地从物量的角度指定了一个商品

空间及其各元素的经济性质,并将其作为初始条件赋予行动者,也可将其理解

为经济中的元素及其属性均是经济学家所先验知晓的(Tortajada,2013)。基于

指名法,价值或价格可仅依靠外生给定的商品属性与参数,在经济实际运行前

由数学方法唯一确定,这一做法普遍存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

中: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下,新李嘉图主义的生产价格方程依赖给定技术矩阵决

定交换比例,与经济社会实际运行无关;新古典均衡价格则预设偏好与禀赋决

定交换比例。贝内蒂和卡特里埃认为,指名法假定脱离了实际经济运行的过

程,仅从物本身的性质出发来求解经济系统,不应成为价值理论的分析基石

(Benetti
 

and
 

Cartelier,1980,pp.94-101)。
基于对指名法问题的批判,贝内蒂和卡特里埃提出以共同记账单位来解决

社会要素的通约问题,即货币方法。该方法区别于指名法对物性的依赖,转而

从人出发,将行动者而非传统理论中的生产或消费物品的单位视作货币流动的

账簿。通过引入自身估价向量和相互估价矩阵,可以建模行动者私人评价和社

会评价的差异。此方法的关键在于不假定行动者具体拥有何种物品,仅关注其

评估自身和他人的方式,这就与指名法形成了根本差异。由于私人评价和社会

评价的差异会驱动商品交换与货币流动,因此在交换中便可求解相对价格,最
终达成全社会的可通约性。

货币方法认为,转形问题的理论困境根源在于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误

解———将其等同于指名法假定下的价值理论。物质主义方法将投入品视为纯

粹商品资本的循环(W-G-W)导致的“资本被还原为了商品,而商品被还原为物”
(Benetti

 

and
 

Cartelier,1980,p.199),忽视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丰富内涵。实际

上,马克思已经阐明成本价格应作为社会化了的货币价格进入转形过程,投入品

成本价格包含利润,其已经以社会资本的形态出现,因而不可被还原为物。

① 此处“元素”意义类似经济学中的行动者(agent),参见贝内蒂和卡特里埃(Benetti
 

and
 

Carteli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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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价值形式方法的发展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曾就劳动价值论问题展开长期探讨,20世纪40年代

后期宇野弘藏和久留间鲛造的价值论争就是其中的代表。宇野是日本价值形

式方法的奠基者,他主张商品间的可通约性应归结于货币而非抽象劳动(宇野

弘蔵,1973,pp.308-316)。进入80年代,宇野学派的伊藤诚结合数学模型在价

值形式框架下解释了转形问题。同时,海老塚明和向井公敏等学者融合货币方

法和新马克思阅读学派的理论资源,将价值形式方法推向了货币价值论的

极端。

伊藤诚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商品章中关于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论述,

实质是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残余。价值量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来体现,从而集中

表现于货币价格。价值形式在逻辑上并非如《资本论》第一卷一般由价值实体

导出,两者处于同一理论层次,脱离价值形式谈论价值实体和抽象劳动是不妥

的(Itoh,1980,pp.54-60)。然而,作为“价值论战”的参与者,伊藤诚虽继承了宇

野学派以价值形式定性解释价值范畴的方法,但在定量的转形问题上却持折中

的双体系立场———价值实体的量不受货币价格回溯地调节(Itoh,1980,pp.63-

65)。伊藤诚的转形方法类似TSSI,假定投入品价值量不受转形过程回溯性影

响,且价值转形只是分配剩余价值,因此总产品的价值保持不变。

海老塚明(1984)否定了物质主义确定价值的方法,他通过引入货币方法将

价值形式理论进一步激进化了。海老塚明认为,物质主义忽视了社会评价机

制,主张应将价值论改造为“社会编成样式论”。因此,他反对将抽象劳动实体

化,强调其并非先于交换且作为交换的基础的“实体”,而是仅仅存在于商品与

货币的交换之中。私人要素在交换中获得社会同质性,抽象劳动方才得以形

成。海老塚明将贝内蒂和卡特里埃的货币方法归结为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路

径———从财富到商品再到货币的倒转:从货币这一客观可通约性出发,进而导

出商品和财富的概念。但区别于贝内蒂和卡特里埃彻底放弃马克思的价值概

念的做法,海老塚明认为在对价值实体论进行批判后,作为商品交换结果的抽

象劳动与价值概念仍可保留。

向井公敏(1992)同样吸收了西方的价值形式方法的最新进展,他批评了鲁

宾和广松涉的“社会关系论”解释,提出了“货币的价值论”。向井公敏认为,鲁

宾仅从“价值的质”角度将价值解读为社会关系,但这一“质的价值论”无法与物

质主义的“量的价值论”相调和———后者计算价值从不考虑社会关系这层质的

因素。向井认为,这一矛盾源自马克思价值理论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残余,鉴

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量的价值论”不符合资本主义现实,他舍弃了物质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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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价值论”。借助新马克思阅读学派的理论资源,向井公敏指出,“‘抽象劳

动’是‘纯粹社会’的,它不可以通过想象在生产中(如工厂)真实的人类劳动而取

得,因此它的量不可以通过劳动时间而度量,而只能通过货币”(Mukai,2015)。由

此,货币范畴被提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首位,劳动价值论被改造为“货币的价

值论”,其理论激进度超越了宇野学派的价值形式方法,完全偏离了马克思本意。

(四)
 

价值形式方法的不足之处

从劳动价值论的三重规定看,价值形式方法虽在第三重规定上维护了马克

思转形方法的正确性,但在前两重规定上均存在不足。在第一重规定上,价值

形式方法过于强调价值形式,割裂了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的关系,否认了价值

实体的客观现实性,认为价值是“幽灵般的”,必须通过货币等形式才能表现自

己。对此马克思曾明确予以批判,他指出,“那些把价值的独立化看做是单纯抽

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

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马克思,

2004b,p.122)。因此,价值实体的存在是客观的,这既体现在它作为资本在运

动中增殖,也表现在它的运动要求它自身具有同一性,“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

了……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马克

思,2004b,p.122)。反之,如果否认了价值实体的客观现实性,就无法理解资本

增殖的意义和增殖的内容,继而势必会在解释马克思的许多明确论断以及明确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上遇到极大的困难。另外,在第二重规定

上,价值形式方法与物质主义方法类似,其理论也忽视了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

结果的商品的考察,并未阐明先总体后个体的价值决定方法。

海因里希继巴克豪斯之后,基于交换过程试图重建价值理论:抛弃了生产

和交换的有机统一,将抽象劳动锚定于交换而非生产,并使用货币这类特殊的

价值形式来度量价值量,致使商品的价值的定义脱离了劳动力生理性的耗费,

完全由交换决定。这看似消解了转形问题,实则是误解了抽象劳动作为“交换

关系”产物的含义,使“商品交换”和“价值形式”取代了价值范畴本身,违背了劳

动价值论的第一重规定。在第二重规定上,海因里希(Heinrich,2006,p.280)虽

注意到《结果》中强调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商品具有不同规定的思想,但
未明确先总体后个体的价值决定方法。德国学者库尔茨集中批判了海因里希

的价值形式理论,认为抽象劳动的生理学定义并非新马克思阅读派理解的应扫

入理论垃圾堆中的“古典经济学残余”,反而是对抽象劳动历史属性的揭示。因

此抽象劳动的本质仍指向生产过程,“通过交换价值和货币在流通中被物化的

东西,已存在于生产中”(Kurz,2016,p.207)。



94   政治经济学季刊 2025年第4期

贝内蒂和卡特里埃的货币方法从观念上的可通约物———计算货币出发来

建构价值理论。卡特里埃(Cartelier,2006)试图说明扩大的价值形式无法推导

出一般等价物,故须将货币作为价值的前提,这直接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

相冲突(Moseley,1998),不符合劳动价值论的第一重规定。从本质上讲,货币

方法是取消了价值范畴的优先性,转而以货币和分工为起点,放弃了以劳动价

值论为基础进一步推进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劳动价值论的第二重规定上,贝内

蒂和卡特里埃虽正确指出物质主义方法陷入了指名法假定的谬误,但未能深入

阐明其根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须始于总体。正如《结果》所指出的,须先

以计算货币测量产品总体价值,方能在概念上用除法构造单个商品的技术矩

阵;而非先在指名法下假定单个商品的技术矩阵,再用乘法计算出总价值。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价值形式方法同样存在问题。伊藤诚认为对价值

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割裂理解,实质是未能从批判实在论视角理解马克思的论证

逻辑。按照批判实在论,经验层和实在层不可割裂,没有无经验的实在,也没有

无实在的经验。但伊藤诚也未对第二重规定进行探讨:他既指认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论含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残余,却又在转形问题中突出了价值实体的量的

独立地位,甚至保留了物化劳动的方法(Itoh,1988,p.120),显露出折中的双重

体系色彩。海老塚明则援引贝内蒂和卡特里埃的货币方法,主张货币范畴的优

先性。向井公敏更是与马克思批判的贝利的名目主义(nominalism)趋同,主张

货币即价值。总体观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价值形式理论虽以宇野学派

为主流,但另一派如海老塚明、向井公敏等激进学者基于新马克思阅读理论和

货币方法对其展开批评,他们取消了价值实体的地位,走向了货币价值论的

极端。

五、
 

推动劳动价值论进一步发展

如何推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一步发展,以适应当代政治经济学对经验

研究日益增长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

物质主义方法与价值形式方法均未能符合劳动价值论的三重规定。而在这两

条理论路径之外,另一条由苏联经济学家鲁宾在20世纪20年代开创的路径亦

值得关注:鲁宾(Rubin,1972)本人的抽象劳动解释清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的第

一重规定。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莫斯利(Moseley,1993,2000)的宏观

货币解释(Macro
 

Monetary
 

Interpretation,MMI)则在三重规定上提供了贴近

文本的阐发,为劳动价值论开辟了可行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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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鲁宾的抽象劳动解释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涌现了一批独立

的学者,他们将抽象劳动与商品交换和货币价值形式关联起来,其理论因与鲁

宾在20年代的论述具有共性而被格赖歇尔(Gleicher,1983)概括为鲁宾学派。
但这一命名易使后世学者将鲁宾误解为鼓吹“交换创造价值”的激进价值形式

方法 的 先 驱。事 实 上,鲁 宾 的 理 论 旨 趣 与 所 谓 的 鲁 宾 学 派 根 本 不 同

(Mavroudeas,2004),其理论核心在于确立了劳动的生理性等价在价值形成中

的优先地位。他本人从未将价值形式置于劳动本体论之上,而是通过细致分析

抽象劳动概念,形成所谓抽象劳动解释(De
 

Vroey,1982)。
 

从劳动价值论的第一重规定来看,抽象劳动解释维护了价值实体和形式的

对立统一。鲁宾将劳动一分为三:(1)生理性等价的劳动,指以能量单位度量的

无差别人类劳动(Rubin,1972,p.137),它构成了价值形成的生物学基础;(2)社
会性等价的劳动,指经社会性程序(计划或市场)调整后的劳动,在农村公社或

者计划经济下,生理性等价劳动无须通过商品交换即可成为社会性等价劳动;
(3)抽象劳动,指在商品经济下,生理性等价劳动通过商品交换中介后形成的社

会性等价劳动。生理性等价劳动只是抽象劳动的物质前提,抽象劳动才是价值

实体(Rubin,1972,p.136)。交换仅实现劳动的社会性等价性(Rubin,1972,
 

p.148),而没有生理性等价劳动,抽象劳动便不可能存在,一切影响生理性等价

劳动的劳动过程执行条件,也会影响抽象劳动量的最终决定(Rubin,1972,

p.156)。因此鲁宾从未主张交换“创造”抽象劳动。最后,鲁宾还指出,货币是

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性的抽象劳动的必要媒介(Rubin,1972,p.142)。
在第二重规定上,鲁宾可能受文献局限因而没有认可从总体到个体的价值

决定方法①,并且批判了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经济的解释”(economic
 

interpretation)一派的类似主张(Rubin,1972,pp.200-202)。该学派认为:在既

定技术条件下,社会分配给各部门的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单个商品的价

值为部门总量的可除部分。鲁宾则坚持生产技术的变动是价值的变动的唯一

动因,反对价值与产量成反比的理论。尽管《结果》手稿印证了“经济的解释”先
总体后个体的方法,但鲁宾的立场始终基于商品生产一般的逻辑,仅从单个商

品的价值出发分析市场供求。
在第三重规定上,鲁宾虽未直接讨论价值转形的数理逻辑,但通过原则性

论证维护了劳动价值论的一致性。他指出,价值转形是社会劳动的重新分配过

① 鲁宾仅参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他可能并未得见20世纪30年代

初出版的《结果》手稿,也并未对《资本论》第三卷第205页中的先总体后个体的思想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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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此驳斥了庞巴维克等人对《资本论》第三卷与第一卷矛盾的指控;同时采

用恩格斯的历史阶段框架,强调在简单商品生产社会中价值是社会劳动的分配

标准和引力中心,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中生产价格成为社会劳动的新分

配标准。鲁宾明确指出,“马克思没有仅限于指出两种商品的劳动价格与其生

产价值的不等价性;他还为生产价格偏离劳动价值给予了理论的公式”(Rubin,
 

1972,p.234)。这表明,在鲁宾的理论建构中,生产价格和价值是两个分属于不

同历史阶段的概念。鲁宾将生产价格和价值并置(Rubin,1972,p.252)的双体

系立场与SSI、TSSI等单体系方法存在根本冲突,这导致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忽

视了鲁宾的贡献。因此,尽管鲁宾的抽象劳动解释具有鲜明的价值形式色彩,

但其双体系内核决定了其无法成为20世纪80年代单体系方法和激进价值形

式方法的理论先驱①。

总的来看,鲁宾的抽象劳动解释虽因种种限制未能准确把握第二、三重规

定,但在第一重规定上高度契合马克思原意:既强调商品交换对抽象劳动形成

的中介作用,又肯定了生理性等价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优先地位。这一解

释平衡了传统的物质主义方法与激进的价值形式方法,规避了极端化的理解,

因此可以被视为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起点。

(二)
 

莫斯利的宏观货币解释(MMI)

尽管鲁宾的抽象劳动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已引入英语学界,但经过20
世纪80年代的发展,学界对劳动价值论的解释仍然与马克思的文本有或多或

少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莫斯利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肯定了鲁宾

对抽象劳动理论的积极贡献(Moseley,2023,pp.90-91),并提出了较为符合劳

动价值论三重规定的宏观货币解释(Macro
 

Monetary
 

Interpretation)。

1.
 

第一重规定下的宏观货币解释

MMI首先基于第一重规定,构建了价值—价格(value-price)的概念,将价

值量锚定于货币价格,否定了以劳动耗费定义价值量的双体系方法,但它也认

同鲁宾关于生理性等价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前提的看法,并未完全滑向价值形式

方法。具体而言,MMI认为商品的价值—价格首先是货币量,但其实体则是抽

象劳动,且后者在量上与物化劳动价值量不完全一致。莫斯利指出,商品价值

由不变资本所转移的部分,是按其上期成本价格计算的,这与其价值未必成比

例(Moseley,2016,p.30)。但即便如此,生产这些不变资本所凝结的抽象劳动

① 埃尔森(Elson,1979)认为鲁宾将价值与交换价值等量齐观,这可能是大量西方学者将鲁宾视为

价值形式方法先驱的原因。但也有学者强调鲁宾理论的物质主义色彩,如德赛(Desai,1988)以及金蒂斯

和鲍尔斯(Gintis
 

and
 

Bowle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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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其货币价格表现,劳动过程会将此货币代表的价值量转移进产品中,故其

产品价值决定公式可写为

P=􀭺C+mL (8)

其中􀭺C 为购买不变资本的货币量,􀭺C 在生产初期给定。L 代表当期总活劳动时

间(以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时间计,Moseley,2016,p.31),m 则是上文提到的

MELT,另记􀭺V 为购买可变资本的货币量。由此可以得出剩余价值的公式

S=P-􀭺C-􀭺V=mL-􀭺V (9)

  以上两式形式直观,相比物质主义方法的价值公式并不复杂。但须注意,

公式中的各项均为价值—价格量,其单位是货币,且其数量与所费劳动时间不

完全一致。

MMI在商品价值决定上体现了价值实体与价值形式的统一。其价值—价

格概念承认价格可不成比例地表现劳动时间,明确区分了价值实体、价值量和

价值形式。一方面,其公式明确包含了抽象劳动量L,表明价值量决定不可脱

离价值实体本身,避免了滑向价值形式方法的路径。另一方面,MMI通过

MELT连接价值实体和货币形式,并将旧价值转移量定位为不变资本的价值—

价格(而非其内含劳动量),超越了物质主义方法对劳动耗费的计算方法。因此,

MMI避开了物质主义和价值形式方法的缺陷,符合劳动价值论的第一重规定。

2.
 

第二重规定下的宏观货币解释

从第二重规定来看,MMI采用了先总体后个体的生产价格决定逻辑,符合

马克思在《结果》中的集中论述。宏观货币解释中“宏观”的含义,即指“首先在

经济整体的宏观层面上进行分析,随后在单个行业上进行分析”(Moseley,

2016,p.3)。基于《资本论》三卷的内部逻辑,MMI认为必须先基于前两卷的方

法确立经济总体的剩余价值,而后方可进入第三卷各部门内部生产价格的分

析。因此,MMI的分析始于总体,终于微观部门。

首先,在计算单个部门的总生产价格时,MMI采取“五步走”原则:(1)将货

币金融体系的内生变量MELT视为给定;(2)结合式(8),基于总体活劳动量计算

总价值—价格;(3)结合式(9),扣除资本的价值—价格计算出总剩余价值;(4)计
算出平均利润率;(5)以单个部门总资本为基准,计算其总生产价值。莫斯利强

调:“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并非单位价格,与斯拉法理论相反,而是

某部门的年总成本加上年一般利润。”(Moseley,2016,p.35)

其次,在计算某部门的单位商品价格时,“用每个行业的生产价格除以该行

业的年产量即可”(Moseley,2016,p.35)。
 

莫斯利虽肯定《结果》中将单个商品

的价值—价格视作总产品的可除部分的做法,但认为这一算法的微观动机不

明,因为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无须依赖微观的单位价值—价格。由于 MMI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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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门层面解决转形问题并维护总量等式,所以对单个商品价值—价格的分析

并未展开,但我们不难从 MMI出发扩展出单个商品价值—价格公式。记Pi
 为

i行业单位价值—价格,Mi
 为i行业预付资本,qi 为i行业产量,r 为平均利润

率,则

Pi=
Mi(1+r)

qi

  最后,MMI的“作为前提的货币资本”(M
 

presupposed)概念契合《结果》中
“计算货币”的表述。在资本主义生产下,“这些劳动资料如果没有被转化为实

在货币,它们就被转化为计算货币,被看作交换价值,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加

到产品上去的价值会得到准确的计算”(马克思和恩格斯,2020,p.31)。MMI
分析价值转形的起点正是作为前提的一定货币量的资本,其不变资本按价值—

价格转移进产品内。可见,以“作为前提的货币资本”为逻辑起点,符合资本主

义生产下,企业管理者的会计核心理念,这也构成 MMI区别于各类数理化方法

的关键。

综合来看,在第二重规定上,MMI聚焦宏观与总体,超越了20世纪80年

代以来多数劳动价值论解释。物质主义方法与价值形式方法均未充分关注《结

果》中先总体后个体的价值决定方法。克里曼虽指出物质主义方法的问题的根

源是双体系和同期性(Kliman,2007,pp.75-89),却完全忽略了物量矩阵本身就

是从单位产品的生产出发的。正如《结果》所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批量地生

产产品,人们无法追溯单个产品的投入情况,单个产品的技术矩阵并不符合现

实。而 MMI的“宏观”解释基于单体系下“五步走”的计算逻辑,恰呼应了《结

果》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单个商品作为总产品“可除部分”的思想。

3.
 

第三重规定下的宏观货币解释

引入竞争资本后,劳动价值论的第三重规定聚焦于“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和转形问题。对于前者,MMI认为在技术变迁的场合,无论是产

品、存货还是不变资本的价值—价格均以当前成本(current
 

cost,或重置成本)

而非历史成本计量(Moseley,2016,p.21)。而对于后者,MMI则基于马克思文

本消解了物质主义传统的矛盾:莫斯利认为,转形问题仅存在于价值与价格的

双体系中;放弃严格从抽象劳动耗费定义商品价值量即可消解转形问题,这也

是单体系学派的核心理念。

MMI的价值—价格概念是其单体系学派属性的标志,也是消解转形问题

的关键。MMI认为:价值—价格的量不由劳动量完全决定,而由长期生产价格

决定。“(预先购买生产资料所花费的货币资本)一般不会等于生产资料的价

值……(预先购买劳动力所花费的货币资本)一般也不会等于维持生活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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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Moseley,2016,p.20)
 

无论可变资本、不变资本还是剩余价值的量,

均以货币量表征,而非像物质主义方法那样用劳动时间衡量(Moseley,2016,

p.33)。不变资本向当期总产品中转移的价值量,不是不变资本生产时所包含

的劳动价值,而是购买这一不变资本所需要的货币量(Moseley,2016,p.30),这

从长期来看即为商品的生产价格。《资本论》第三卷的转形示例虽未在形式上

对投入品进行转形,但已意识到成本价格是与劳动价值不成比例的一个货币

量,即 MMI的价值—价格量,“所以,商品的资本主义的成本价格,在数量上是

与商品的价值或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不同的”(马克思,2004c)。这种将成本价

格直接作为利润率加成基础的做法默认了其无须再次转形。

从学术脉络来看,MMI以价值—价格作为价值计量单位的思想与价值形

式理论密切相关。卡尔凯蒂(Carchedi,1984)认为,投入商品的采购价格(即生

产价格)可视为价值,因其已通过交换完成了从个别价值到社会价值的转化。

宇野弘藏(Uno,1980,p.9)也明确指出,“一定价格的商品中内含的价值被社会

所承认,当且仅当它被想要的货币拥有者以那个价格所反复购买”。因此,作为

均衡市场价格的生产价格,同样表达着社会必要的商品价值,可以直接用于当

期产品价值计算。而一旦投入品无须再转形,转形问题的理论困境便自然消

解,两个总量等式仍然会成立。

(三)
 

对 MMI的批评

MMI提出后,一些学者也对其提出了质疑与批评,这些批评大致可分为两

类:第一类基于学派立场进行批评,否定 MMI的理论前提;第二类则着眼经济

运行事实,从流通与金融角度指出 MMI模型的不足。

基于学派立场的批 评 主 要 来 自 物 质 主 义 学 者。在 文 本 层 面,莱 伯 曼

(Laibman,2018a)认为马克思并未以货币资本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的起点,指
责莫斯利将价值量锚定于货币系对马克思的误读,主张应以技术矩阵计算商品

的价值;
 

此外,莱伯曼(Laibman,2018b)还批评了 MMI转形后利润率仍不平均

的结果,强调转形必须是迭代过程。
 

斯基尔曼(Skillman,2018)同样认为计算产

品价值应按照不变资本的劳动时间与当期活劳动时间加总而得,不应该引入货

币。他们的分析基于文本但又缺乏足够的文本论据支撑,难以完全驳倒以文本

分析见长的 MMI。在技术层面,TSSI学派的克里曼(Kliman,2007,pp.69-71)

认为,莫斯利在计算不变资本的价值转移时,以当前成本估价,这落入了同期性

的陷阱。在克里曼的理论体系中,同期性不可避免会导致物质主义(Kliman,

2007,p.13)。对此莫斯利(Moseley,2016,pp.303-308)已经做出了澄清,MMI
虽采用当前成本估价,但也允许投入品价值不等于产出品价值,实非同期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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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克里曼的理解系误读。
 

第二类批评则认为,MMI未能考虑流通和金融的影响。德·马可(De
 

Marco,2021)批评 MMI将总剩余价值的决定视为与分配过程无关的过程,未

考虑流通与金融的影响。
 

实际上,贝洛菲奥里(Bellofiore,1989)早在20世纪80
年代末就基于凯恩斯 卡莱茨基 熊彼特理论论证了银行授信和有效需求对价

值与剥削率的影响。以此方法对 MELT进行内生建模,MMI亦可反映各类职

能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影响,从而回应德·马可的批评。莫斯利(Moseley,2011)

曾提出信用货币体制下的 MELT决定公式,但其核心变量(货币流通量)又被

MELT所调节,因此陷入了循环论证。柳等(Rieu
 

et
 

al.,2014)虽通过区分

MEV(价值的货币表现)和VELT(劳动时间的价值表现)建立了 MELT一般化

公式,却并未明确其决定方程。
 

林(Lin,2023)提出的排除不变资本的 MELT公

式也仍未跳出用货币量定义 MELT的思路。综上所述,MMI的深化仍须着力

于以更加外生的经济状态和制度变量对 MELT进行建模,纳入生产/非生产劳

动,更准确刻画劳动时间及其货币表现之间的关系。

六、
 

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提出的劳动价值论解释种类繁

多,但大多未能兼顾劳动价值论蕴含的三重规定:(1)商品生产一般的劳动价值

论意味着价值实体、价值量与价值形式的统一;(2)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的劳

动价值论强调单个商品是总产品“可除部分”;(3)而在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价

值由再生产条件决定的基本原则决定,价值转形的两个总量相等成立。从物质

主义方法来看,尽管新解释在劳动力价值上采取了货币形式,但其处理转形问

题仍从技术矩阵出发,在违背第二重规定的同时也未能解决转形问题。SSI和

TSSI试图通过将价值直接与其价格挂钩以建立单系统,但它们在转形上仍沿

用以单位商品为基础的技术矩阵,违背第二重规定和再生产条件决定价值的原

则。从价值形式方法来看,新马克思阅读学派、货币方法和伊藤诚等大多带有

价值与货币同一的贝利主义色彩,在一些激进观点中,价值实体、价值量和价值

形式的统一被抽空成单纯的价值形式,这违背了劳动价值量的第一重规定。此

外,价值形式方法也同样忽视了《结果》对第二重规定的论述。

20世纪20年代鲁宾的抽象劳动解释虽未能阐明劳动价值论的第二、三重

规定,但其为正确发展劳动价值论提供了关键起点。至20世纪90年代,单体

系学派莫斯利提出的 MMI有效克服了前人缺陷,紧扣马克思文本建立数学模

型,在准确把握劳动价值论三重规定的基础上推动了劳动价值论发展: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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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I以价值—价格概念统一了价值实体、价值量和价值形式,阐明了第一重规

定;其次,MMI以先总体后个体的思想,从宏观总产品切入继而聚焦到单个商

品,符合第二重规定;最后,MMI采用当前成本估价法满足了再生产条件决定

价值的原则,并借助价值—价格概念论证了投入品无须再次转形,维护了两个

总量等式。MMI现存质疑虽表明其有待改进,但这些批评并未否定其文献基

础和理论自洽性,毋宁说是为其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着力考察货币金融

系统与劳动的关系以构建 MELT动态机制,是未来推进建构契合马克思原意、

适于经验研究的劳动价值论的新的解释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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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discussion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have
 

continued
 

to
 

deepen
 

within
 

Marxist
 

scholarship
 

abroad,
 

gradually
 

forming
 

two
 

mainstream
 

approaches:
 

physicalist
 

approach
 

and
 

value-form
 

approach.
 

Based
 

on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Marx􀆳s
 

tex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should
 

contain
 

three
 

levels
 

of
 

essential
 

determinations:
 

first,
 

at
 

the
 

level
 

of
 

the
 

general
 

commodity
 

economy,
 

it
 

emphasizes
 

the
 

unity
 

of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value
 

substance,
 

value
 

quantity,
 

and
 

value
 

form;
 

second,
 

at
 

the
 

level
 

of
 

the
 

result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it
 

emphasizes
 

that
 

individual
 

commodities
 

are
 

the
 

“aliquot
 

part”
 

of
 

the
 

total
 

social
 

product;
 

and
 

finally,
 

at
 

the
 

level
 

of
 

the
 

capitalist
 

competitive
 

process,
 

it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that
 

value
 

is
 

determined
 

by
 

the
 

conditions
 

of
 

reproduction
 

and
 

the
 

two
 

aggregate
 

equations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physicalist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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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s
 

to
 

analyze
 

capitalist
 

production
 

within
 

the
 

logic
 

of
 

general
 

commodity
 

economy,
 

while
 

the
 

value-form
 

approach
 

separates
 

the
 

unity
 

of
 

value
 

substance,
 

value
 

quantity,
 

and
 

value
 

form.
 

Neither
 

approach
 

has
 

yet
 

to
 

offer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bor
 

theory
 

that
 

fully
 

aligns
 

with
 

Marx􀆳s
 

original
 

intention.
 

The
 

key
 

to
 

this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lies
 

in
 

two
 

complementary
 

paths.
 

The
 

introduction
 

of
 

Rubin􀆳s
 

abstract
 

labor
 

interpretation
 

into
 

English-
language

 

scholarship
 

in
 

the
 

1970s
 

provided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effectively
 

interpreting
 

the
 

first
 

determination.
 

The
 

macro-monetary
 

interpretation
 

(MMI)
 

formed
 

in
 

the
 

1990s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the
 

three
 

determinations.
 

While
 

maintaining
 

Marx􀆳s
 

transformation
 

method
 

and
 

aggregate
 

equations,
 

it
 

pointed
 

out
 

a
 

possibl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labor
 

valu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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